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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铁路运输的安全形势与治理成效

黄　华　平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２）

摘　要：新中国初期，由于铁路员工安 全 意 识 淡 薄，铁 路 运 输 设 施 陈 旧 失 修，加 上 敌 特 分 子 蓄 意 破 坏，铁 路 运

输事故频发，安全形势严峻。为保障铁路运输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党和政府积极开展铁路运输的安全治 理

工作。筹组铁路运输安全管理 机 构，组 建 行 车 安 全 通 讯 网，围 绕 铁 路 安 全 责 任 制 颁 布 系 列 铁 路 运 输 安 全 规

制。同时，发动人民群众组建护路队伍，广 泛 开 展 铁 路 员 工 安 全 教 育，并 施 行 运 输 安 全 奖 惩 和 安 全 竞 赛。经

过不懈努力，至１９５７年中国铁路运输事故的高发态势得到遏止，新中国铁路运输安全治理的基本框架初步形

成，为我国铁路运输安全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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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安全不仅事关铁路部门的声誉和效益，更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稳定和国

民经济发展，是铁路运输工作的重中之中。我国铁路自２０１１年“７·２３甬 温 线 特 别 重 大 交 通 事 故”以

来，铁路运输安全总体形势处于持续稳定的良好局面，铁路交通事故数和交通死亡人数呈逐年下降态

势①。与美、法、德、日等国相比，我国铁路交通事故死亡率也处于较低水平，铁路安全保障世界领先②。
我国铁路运输安全的巨大成就来之不易，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几代铁路人不断努力的结果。

新中国初期，从国民党政权接管来的人民铁路运营管理混乱，设备破败不堪，事故屡屡发生，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为遏制铁路运输事故的频发，党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治理举措，初步奠定了新

中国铁路运输安全制度，是新中国铁路运输安全治理的起步阶段。目前，学界对这一时期的铁路运输安

全治理鲜有研究，仅有基本史实的记述③。因此，考察新中国初期的铁路运输安全治理，一方面可以丰

富新中国铁路史研究的内容，拓宽新中国史的研究广度；另一方面从中可知党和政府对于铁路运输安全

问题的重视与治理由来已久，其早期形成的治理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中国初期铁路运输的安全形势及致因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７年，新中国铁路运输的安全形势异常严峻，事故频发，而且重大事故占比较高，其致

因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铁路运输的安全形势异常严峻

１９５０年，全路发生各类行车事故１９２３７起，其中重大事故５６９起，大事故３６３起，重大事故率高达

２．９５８％，为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行车重大事故率最高的年份④。在重大事故中，津浦铁路花旗营车站（今

永宁镇站）冲突事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旅客列车重大伤亡事故，举国关注。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３日，由

浦口北上的２４０４次军用列车，于５时６分与停在津浦铁路花旗营站１道南下的３０１次货物列车发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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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冲突，造成乘坐２４０４次列车上的第二野战军军大电讯支队干部和学员１６人遇难，１０人重伤，３６人轻

伤，３０１次和２４０４次列车机车破损，２４０４次军用列车机后第４－９位车辆颠覆，３０１次货物列车４－５位

货车破损，中断行车１２时２９分［１］。事故发生后，铁道部虽然强化安全措施，但没有扭转铁路运输安全

形势严峻的局面。１９５１年，全路各类运输安全事故继续攀升，超过１９５０年，达２０　６１５起［２］（Ｐ３７８），重大事

故依旧高发。１９５１年６月５日７时２０分，２７３０次货物列车运行至浙赣线潭岗至向西间浃溪桥头Ｋ６１４
＋５００Ｍ处时，发生列车脱轨重大事故，机车、煤水车及机后９辆货车脱轨，其中７辆颠覆，阻断行车２３
小时３９分钟，事故经济损失折合旧币约１２亿元；８月１０日，１４５次旅客列车于１６时２０分进浙赣线东

乡站３道停会１４６次旅客列车。当通过７号道岔时，第９位软席前台车脱轨，车辆转向架与车体分离，

损坏线路３０米，造成列车脱轨重大事故，损失约合旧币２．４亿元，中断行车１４小时［３］（Ｐ１８４－１８５）。

１９５２年，铁路运输事故数虽然有所下降，但重大事故仍高居不下，特别是造成旅客伤亡的事故没能

得到遏制。１月２５日，沈阳站因对春节旅客运输工作组织不好，在高架侯车室通往第三站台的楼梯上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死亡４３人，伤２８人［３］（Ｐ１８５－１８６）；１０月１８日，郑州机务段３４１５号机车牵引７０１次货

车，行至偃师至白马寺间的寺里碑村时，村民正在铁路边看演出，列车在弯道行驶，停车不及，将村民轧

死９人，重伤２人，轻伤１１人①。

１９５３年，铁路运输安全形势又开始恶化，行车事故有增无减，事故数与事故率直线上升，全年共发

生大小事故１８　４３９件，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５９６件，重大事故、大事故３２８件，较１９５２年增加６件，共造成６１
人死亡，２８人受伤，事故直接损失合旧币３８３亿元［２］（Ｐ２３４）。比较严重的伤亡事故有，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９日，

沈阳铁路局凤上线上行６５２次混合列车运行 至 龙 爪、灌 水 间，发 生 列 车 颠 覆，造 成３６人 死 亡，２９人 受

伤，机车报废１台，车辆大破２辆，小破４辆，中断行车４８小时；１０月２３日，２０４次旅客列车驶至沪宁线

昆山至正仪间，发生钢轨断裂，导致２０４次客车２辆颠覆，旅客死亡１１人，受伤２７人，客车大破１辆，中
破２辆，中断行车８小时４５分［３］（Ｐ１８８）。

１９５４年铁路运输安全形势趋于稳定，但重大伤亡事故仍有发生，８月４日３时，１９１次旅客列车行

至天兰线Ｋ２８９＋８４８Ｍ处，因水害线路塌陷，使机车和宿营车坠入缺口处，铁路员工和旅客１１人遇难，

３２受伤，正线行车中断１０３小时２２分［４］。
（二）铁路运输事故频发致因分析

新中国初期，铁路运输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其致因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铁路员工安全意识淡薄，不遵守相关安全管理 规 定 是 导 致 运 输 事 故 发 生 的 主 要 原 因。如，１９５０
年１月发生于津浦铁路花旗营站的正面冲突事故，经政务院调查，其直接原因“为该站转辙工王金发不

听命令，将道岔扳错所致。该员于前次列车通过后，曾电话问值班副站长周祯清３０１次是否开车，周因

没接到调度所之命令，未明确答复。王金发即擅将一股道（即通３０１次停车之道）开通，等候３０１次车开

出。不久周副站长接到再会２４０４次车的命令，即电话通知该员，但王并未将道岔扳回二股正位。继由

站员金炳元以口头告诉王金发再会２４０４次车，王只顾烤火，始终未将道岔扳回”，而站员金炳元“前往用

手信号引２４０４次车时，虽曾通知王金发再会车，但经过转辙器未确认标志，亦未问王金发是否将道岔扳

正，竟盲目引车进站”［１］，最终酿成惨剧。１９５１年６月发生于浙赣线的２７３０次货物列车脱轨事故，事故

原因则是桥梁工区木工擅自将桥枕放置在浃溪桥上作业，当２７３０次列车开来时移开不及。１９５３年，铁
道部在分析铁路运输事故上升的原因时，总结为：“个别员工劳动纪律松驰、不遵守技术管理规程、臆测

行车。”［２］（Ｐ２３４）

２．铁路基础设施陈旧失修诱发运输事故发生。如，发生于１９５２年６月８日的９０２７次特种列车颠

覆重大事故，其诱因是列车始发编组对行车安全考虑不周到，编挂１５辆两轴车装运复员军人，且１５辆

两轴车有９辆制动不良，至事发处为弯道下坡，车辆跳出轨道，酿成事故［３］（Ｐ１８６）。

３．敌特分子蓄意破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１９５０年初期，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还残留有大量国民

党残余势力以及地主反动分子，他们为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利用我部分铁路机关制度不够严密、工作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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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思想麻痹等空隙，混入我铁路员工或铁路公安人员中，进行破坏活动。如匪‘国防部十一绥区鲁游

击支队’的‘政治委员’贾春茂和‘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史纯熙，分别混入了我济南路局张店站秋谷公安

派出所和青岛公安分处警备科任职，窃取我青济沿线警备武装枪弹统计数字等文件；匪‘军统’特务分子

施奇，混入京沪线戚墅堰机厂公安队工作，发展特务组织，偷绘机厂、车站地形，进行破坏。”［５］

另外，铁路旅客、路外行人不遵守铁路管理规则，以及水灾、风灾等自然灾害等也构成这一时期铁路

运输安全事故频发的诱因。

二、新中国初期铁路运输安全治理的主要举措

（一）着手铁路运输安全治理的制度建设

严峻的运输安全形势不仅扰乱铁路正常的运输秩序，更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利

于社会稳定，也有损于 党 和 政 府 的 威 信。为 此，党 和 政 府 非 常 重 视 对 铁 路 运 输 安 全 的 治 理，着 手 建 章

立制。

１．筹组铁路运输安全管理机构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５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后改称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铁道部，以 下 均 简 称 铁 道 部）设 立 监 察 室，负 责 行 车 安 全 及 事 故 调 查 处 理 工 作，但 没 有 实 际 运

转［２］（Ｐ１８１）。１９５０年１月，津浦铁路花旗营站重大列车冲突事故发生后，铁道部加快运输安全管理机构的

筹组，于同年５月１日颁布《铁道部行车安全监察室暂行组织规程》（简称《规程》），决定在部内设立行车

安全总监察室，在东北特派员办事处设立行车总监察分室，在各铁路管理局设监察室，各铁路分局设监

察分室。规定：铁道部行车安全总监察室定员１６人，其中，总监察、副总监察各１人，车务、机务、车辆、
工务、电务、锅炉和救援设备主任监察员各１人，事故分析工程师１人，事故分析员３人，秘书和事务员

各１人。总监察室分室定员与总监察室相同，管理局监察室和分局监察室定员依次为１５人和１４人［６］。

１９５３年，铁道部修订《规程》，将各级监察室定员减少３－４人，铁道部行车安全总监察室定员由１６人减

为１２人，局监察室定员由１５人减为１１人，分局监察室定员由１４人减为１０－１１人。１９５４年鉴于运输

安全形势的恶化，铁道部对安全监察队伍又进行扩充，铁道部总监察室由１２人增加到１８人，管理局监

察室由１１人变为１２人［２］（Ｐ１８４）。
铁路安全监察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体制，总监察室受铁道部长领导，总监察室分室受总监察室领导，

监察室和监察分室受所属上级监察室领导。总监察由部长级人员担任，副总监察由副总局长级人员担

任，监察室主任由局长或副局长人员担任，办事处及局监察由处长或科长级人员担任，监察分室主任由

副分局长级或科长级人员担任，分局监察由股长级人员担任。各级监察人员按照铁道部职工任免权限，
统一由铁道部办理；安全监察机构的经办费用也由铁道部直接负责统筹拨付。为保障安全监察的公正、
公平，《规程》规定监察人员必须“政治立场明确，忠实为人民服务者”、“大公无私，为职工拥护者”、“熟悉

一切有关技术规章，有关专门技术者”［７］（Ｐ５００－５０３）。１９５４年，铁道部对《规程》进行重大修改，一是由于东

北特派员办事处撤销，行车安全总监察分室也随之裁撤，铁路安全监察机构的层级由原来的四级变为三

级；二是监察垂直领导体制变更为“双重领导”体制，即各级行车监察机构，均受所在局、分局局长直接领

导，技术业务上下级监察室受上级监察室的领导［８］（Ｐ１０３）。
根据《规程》，铁道部于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正式成立行车安全总监察室，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担任第

一任总监察。地方铁路管理局中，中长和衡阳两局铁路安全监察机构成立最早，中长铁路于１９５０年４
月２５日设立行车安全总监 察 室，下 设 满 洲 里、哈 尔 滨、牡 丹 江、沈 阳 和 大 连 行 车 安 全 监 察 分 室［２］（Ｐ１８２）。
衡阳铁路局也于４月份成立路局行车安全监察室，柳州、广州和衡阳等分局相继设立行车安全监察分

室，１９５２年柳州铁路分局撤销后，改设南宁铁路分局行车安全监察分室［９］。上海、郑州、济南三路局行

车安全监察室于１９５０年７月成立，柳州与重庆两局行车安全监察室于１９５３年１月成立。各级安全监

察分室均配备车务、机务、车辆、工务和电务等科专职安全监察员各１至２名［３］（Ｐ１８１－１８８）。至１９５０年１０
月，全路安全监察员共２９３人，与 铁 道 部 额 定 的４５３名，尚 缺１６０人，此 后 虽 有 补 充，但 始 终 没 有 配 置

到位［２］（Ｐ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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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组建行车安全通讯网

为弥补安全监察机构人员的不足，１９５０年１０月，铁道部颁布《行车安全监察通讯网暂行办法》，决

定组建行车安全通讯网，由行车安全监察通讯员与各级安全监察机构人员组成。行车安全监察通讯员

从“各业务部门和现场不脱离生产人员中选聘”，他们“有权直接向本单位首长提出关于违反铁路技术管

理规程及各种有关行车的规则、细则、命令的事实和改善意见”、“有权不经过本单位首长直接向监察人

员报告一切违反铁路技术管理规程、各种有关行车规则、细则、命令等影响行车安全的事实”［８］（Ｐ９５）。根

据铁道部规定，各路局纷纷选聘群众性的行车安全监察通讯员，济南铁路局１９５１年选聘行车安全监察

通讯员５４４人，１９５５年达１２７０人［１０］；哈尔滨铁路局为搞好安全监察工作，早在１９５０年之前在局内各

科、站、段、工厂就设立不脱产的安全监察通讯员，１９５１年遵照铁道部要求建立安全通讯网，至１９５５年

底已选聘近２０００名行车安全监察通讯员，活跃在安全生产一线［１１］；天津铁路局至１９５２年选聘安全监

察通讯员约４００名，每年召开安全监察通讯员座谈会，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布置行车安全工作，对成绩显

著者进行表彰和奖励［１２］。

３．颁布系列铁路运输安全规制

在筹建铁路运输安全管理机构和队伍的同时，铁道部于１９５０年４月发布关于制定“实施安全负责

制暂行办法”的命令，要求铁道部及所属各单位建立安全负责制度［７］（Ｐ４９５－４９６）。围绕安全负责制，铁道部

开始建章立制，密集颁布一系列安全方面的规制。
第一，行车事故处理方面。铁道部于１９５０年４月３日，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行车事故处理规

则及救援规则》（简称《事规》），并于５月１日起实行。《事规》共５章２０条，分别规定行车事故的分类，
行车事故的通报，行车事故的调查处理，行车事故的统计、分析及总结报告等内容［１３］。事故分类上，按

事故性质、损失程度及对行车的影响，《事规》将事故分为重大事故、大事故、恶性事故、一般事故及停车

晚点事故５种，重大事故包括：列车冲突、车辆冲突、列车脱轨、车辆脱轨、列车车辆火灾及阻碍行车等６
类，构成要件则包括旅客列车与列车冲突、牺牲人员或重伤、影响正线行车或延误列车超过规定的时间，
以及机车、动车、客货车辆或路线损毁达到一定数量［２］（Ｐ２３４）。事故调查处理上，重大、大事故由发生路段

所属管理局长担任主任委员、监察室主任为副主任委员，路局监察人员、政治部代表、分局长、铁路公安

处代表及有关段长组成事故调查委员会，进行事故原因、过失者及一切必要材料的调查，确定事故原因，
指出事故责任者，确定奖惩办法，提出预防对策，报铁道部审查批复，如果涉及两个铁路局则由铁道部负

责调查［２］（Ｐ３４４－３４５）。

１９５１－１９５６年，铁道部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变化对《事规》的内容进行修订，１９５１年第１次修订时，内
容分４章２８条，将事故分类由原来５种，改为４种，取消“停车晚点事故”，将原来重大事故６类名称合

并为２类；１９５５年第２次修订，内容又改为５章，计２７条，删除救援规则部分内容［２］（Ｐ２１１－２１３）。《事规》的

颁布为铁路部门迅速、有效处理行车事故提供了规范。
第二，安全监察业务方面。铁道部于１９５０年５月，制定《行车安全监察工作规则》（简称《监规》），

１９５３年第二次修订称为《行车安全监察业务暂行规则》，１９５５年第３次修订时，又改回原称。《监规》对

行车安全监察的范围、监察员人员的职责、监察人员执行职务时的权利以及监察人员的工作纪律等均做

出具体的规定［２］（Ｐ２２６）。
第三，铁路运行规则方面。铁道部先后颁布《铁路技术管理规程》《铁路行车规则》《铁路信号处理规

则》及《列车行驶中发生行人伤亡事故处理暂行办法》等制度，以《铁路技术管理规程》（简称《技规》）为核

心。《技规》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制定，６月１日正式实行，是中国自有铁路以来第一个全国统一的铁路技术

管理法规。《技规》要求每个铁路员工严格执行该规程之一切规定，经常保持运输的畅通，机车车辆的良

好，线路、桥梁及建筑物的完善，信号与通信等技术装置的正确灵敏，以保证行车安全、迅速和准确［１４］。
铁路运输安全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安全规制的颁布，为实现铁路运输安全治理的层级部署、有效衔

接、有章可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组建护路队伍

为尽快扭转铁路运输安全的被动局面，在铁道部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各铁路管理局与分局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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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民群众力量组建护路队伍；广泛开展铁路员工安全教育，施行运输安全奖惩和安全竞赛。
新中国初期，为防止敌特分子蓄意破坏铁路，影响行车安全，党和政府在铁路沿线广泛发动人民群

众力量，建立群众性的护路队伍。在京包铁路，沿线各村自１９４９年７月即陆续建立护路组织，至１９５０
年底止，京包铁路两侧５里以内村庄全部建立村护路委员会或护路站组织，经常参加护路的民兵、青壮

年农民达３．９万多人。许多村与铁路有关段、站订立护路合同，分段负责。他们把所管段内共有多少道

木、钢轨、道钉等数字均记在合同里，保证不丢失一件。许多村实行联防，只要发现情况就随时相互协

助［１５］。上海铁路局管辖的沪宁、沪杭、浙赣等线，一半以上穿越浙、赣两省的山地地区，经常受少数潜藏

土匪特务破坏。自１９５０年６月，该局发动沿线居民护路，至１９５１年初已组织起护路居民约８万人，铁

路沿线每夜有近２５０居民护路小组巡查放哨。上饶达湖乡的乡长、村长等都自动带头巡查。当美帝国

主义的侵略火焰威胁我国，铁路又进入冬防时期后，居民的护路热情更加高涨。仅金华公安段１７０公里

辖区沿线，就组织起１９２个村庄的１４０００多个护路员。这些护路员自动建立１４１个守护岗棚。上饶公

安段坑口公安所自发动居民护路后，辖区内从未丢失过铁路器材，同段沙溪公安所１９５０年９月间在居

民护路小组配合下，捕获盗窃道钉的坏分子３人，搜出道钉螺丝２００多斤。陇海、胶济、津浦等铁路沿线

的群众也纷纷组织护路小组，陇海路东端东海县的护路小组达７７个，在１９５０年九、十月份中曾破获匪

特３股，查获私卖铁路器材事件１４起［１６］。东北地区，１９５０年上半年组织护路委员会１０５个，护路分会

与护路区４７８个，护路中队２４３个，护路小组５５４１个，学校组织的护路大队、中队、小队共１５２３个，仅哈

尔滨与吉林２个公安处的统计，参与护路的群众就达９７．７万多人［１７］。
（三）广泛开展铁路员工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是铁路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是强化铁路职工安全意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培养职

工良好安全习惯的重要环节。新中国初期，铁道部主要采取强化培训和严格考试的方式，进行铁路员工

安全教育。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６日，为使全路职工了解、掌握、严格执行《技规》，铁道部发布《铁路技术管理

规程学习及考试暂行办法》，规定：“凡铁路人员，均应参加学习考试，而参加学习及考试之重点，主要为

行车安全有关人员”，“正常学习时间，规定每周三小时，专门报告时间，根据实际情形与行政业务部门商

定”，“每年５月１日至８月３１日为考试期间”，“除定期考试外，各监察人员应随时测验本业务范围人员

之学习情况及进度，并进行口试”。考试分专门和一般两种，专门考试以车务、机务、工务、车辆、厂务等

各业务部门和现场直接执行《技规》或有关职工为对象；一般考试以其他部门及业务部门的一般职工为

对象。学习和考试内容除技术管理规程外，还包括“所有补充铁路技术管理规程之各种有关规则、细则、
办法、制度以及有关行车安全之命令、指示。”考试成绩以分定等，“六十分为及格，六十五分以上为丙等，
七十分以上为乙等，八十分以上为甲等，九十分以上的为特等”，应考人员如不及格，给予两次补考机会，
对于一般人员两次补考仍不及格者责成其继续努力学习，如果是行车人员则撤换其行车职务［８］（Ｐ９７－９８）。
《办法》公布后，各铁路管理局掀起学规章、钻研技术业务的热潮。在吉林铁路管理局，成立由局主要领

导负责的学习考试委员会，各分局及基层单位也相应成立学习考试委员会，负责领导本单位的学习与考

试工作。１９５４年第一季度，该局吉林站和营城站先后发生两起重大调车作业事故，均因职工不遵守《技

规》所致。为教育更多职工，路局在《吉铁通讯》报上以“从吉林站、营城站重大事故案件中受到哪些教

育”为题开辟专栏，组织全局干部和职工开展讨论，先后发表短文２２篇。１９５５年，为落实新修订的《技

规》，路局成立教学研究组，按业务性质组成车务、机务等专业学习小组，各站、段举办训练班和学习短训

班［１８］。经过培训和考试，铁路员工的专业技术水准得到迅速提升。根据铁道部总监察室的工作总结，

１９５０年全路行车人员参与技规考试２３　５６４人，不及格者达３　３８１人，占比高达１４．４％；但到１９５２年，全
路行车人员参加考试者２６　９６６人，不及格者仅５１人，不及格率仅０．２％，比１９５０年下降１４．２％，进步巨

大［８］（Ｐ９８）。１９５２年，郑州铁路局参加考试者１３３　１６９人，其中不及格１１０人，占比０．０８％；上海路局参加

考试者１５３　７８４人，不及格２０８人，占比也非常低［２］（Ｐ２９３）。
（四）施行运输安全奖惩和安全竞赛

１．施行运输安全奖惩。新中国初期，铁道部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的健康发展，建立行车安全奖惩

制度。１９５０年津浦铁路花旗营撞车事故发生不久，铁道部发布《关于消灭事故保证行车安全的命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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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实施安全负责制暂行办法”的命令》，对违反技术管理规定、错搬道岔、乱用小车、冒进信号等

破坏行为，引起行车事故者，依法予以严惩，其有关负责人员也负连带处分［１９］。１９５０年３月９日，政务

院人民监察委员会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出津浦铁路花旗营撞车事故调查的处理结果，对有关人员

分别予以法律或纪律处分，铁道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均给予批评处分。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铁道部颁布新中国铁路第一部综合性的奖惩条例《铁路奖惩暂行条例》，该法以奖励

为主，鼓励先进，同时也制定慎重的处罚规则。１９５１年９月，为遏制铁路行车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铁

道部在总结各铁路管理局对行车安全进行奖惩工作经验基础上，统一行车事故奖惩办法，制定并公布

《行车事故（事件）奖惩暂行标准》，规定：“对防止事故于未然或因处置机警而避免或减少事故损失者，给
予荣誉奖励和适当物质奖励；对发生列车车辆冲突、列车车辆脱轨、违章办理列车进路、冒进信号等行车

事故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开除等不同处分。”［２０］铁道部还注重运用选树模范典型的方

法推动铁路行车安全形势的发展，１９５１年９月，召开全路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表彰安全生产的集体和个

人。１９５４年，铁道部提出，培养无事故典型，总结推广防止事故的单位、个人的先进经验，及时奖励无事

故单位、个人。各级监察人员，协同各业务部门推广保证行车安全的模范单位、小组和个人的先进经验。

２．开展铁路运输生产的安全竞赛。新中国初期，铁道部先后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爱国主义

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为完成铁路运输任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保证劳动竞赛的安全，各路局之间相

继开展行车安全竞赛。１９５１年，吉林铁路管理局提出，在“五一”节前不出任何大小工务责任事故，以此

向各铁路局挑战。此举立即得到齐齐哈尔、锦州、天津、太原、济南、郑州、衡阳、上海、中长等局和安东分

局的应战。１９５１年６月５日，铁道部为支持和规范铁路工务系统消灭行车事故的劳动竞赛，印发《铁道

部消灭工务行车事故竞赛评判办法》，成立竞赛评判委员会，并规定竞赛时间、参加单位、保证条件、评绩

和奖励办法［２］（Ｐ３０２）。
铁路局内部各单位也开展行车安全竞赛。在济南铁路管理局，１９５０年初，济南站调车组首先倡议

开展“调车作业万钩无事故竞赛”，此后其它行车工种陆续开展“接发列车千列无事故”、“道岔万扳无事

故”和“检车万辆无漏检”等竞赛活动；各铁路分局和站段在月、季运输生产红旗竞赛评比中，把安全列为

重要内容，基层站段发生行车险性以上事故、铁路分局发生行车重大、大事故，即失去评比资格。１９５５
年，济南局还开展“消灭行车重大、大事故，实现全局百日安全”活动，当年１１月２５日首次实现百日安

全［２１］。在衡阳铁路管理局，１９５０年各单位职工积极参与迎“七一”生产立功竞赛，在此次运动中，首先

要求突破现在落后的生产水平，争取消灭事故。衡阳车站建立记功制度，并画出表格，用火车头表示进

度，那（哪）一组发生事故，火车头就退回起点去，到“七一”时比较谁的车头跑在最前面。广州铁路分局

各单位，普遍建立生产竞赛委员会，各单位间订立联系合同，建立制度，加强业务检查，坚决消灭事故。
长沙车务段所辖各站拟定评功标准，特别注意消灭事故。检车段自５月展开竞赛后，甲检客、货车已超

额完成任务。武昌车务段、机务段职工亦 纷 纷 订 立 计 划，展 开 挑 战，保 证 消 灭 事 故，提 高 生 产 质 量［２２］。
运输安全奖惩和安全竞赛的施行，调动了干部职工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铁路员工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

认识。

三、新中国初期铁路运输安全的治理成效

党和政府通过行政上的制度安排和强有力的治理举措，扭转了新中国初期铁路运输安全的不利局

面，保证了铁路运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奠定了新中国铁路运输安全治理的基本框架，为

我国铁路运输安全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遏止铁路运输事故的高发态势

据《中国铁路安全志》统计，截止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１９５７年，人民铁路行车重大事故、大事故分

别由１９５０年的５６９次、３６３次下降至１４４次和５６次，下降率高达７５％和８５％；重大事故率由２．９５８％下

降至０．４８％；整体事故率也由１９５２年的１０６．３１％，降至１９５７年的５８．２５％［２］（Ｐ３７８）。铁路运输安全状况

的改善，为新中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运力支持。统计资料表

明，１９５７年人民铁路旅客和货物周转量分别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３０．０１亿人公里、１８４亿吨公里增长至３６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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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公里和１　３４５．９亿吨公里，“一五”期间人民铁路客货周转量平均每年增长１６．３％，超过全国工农业

总产值平均每年１０．９％的增长幅度，货物周转量平均每年增长１７．５％，接近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

１８％的增长幅度［２３］。人民铁 路 提 前 超 额 完 成“一 五”计 划 规 定 的 各 项 工 作 指 标，其 中，旅 客 周 转 量 超

４１．６４亿人公里，货物周转量超１３６．９亿吨公里①。
（二）奠定新中国铁路运输安全治理的基本框架

一是铁路部门组建了自上而下，由铁路各级党委领导的铁路行车安全监察机构，配置大量的铁路安

全监察专、兼职队伍，并颁布《铁道部行车安全监察室暂行组织规程》；二是围绕安全责任制密集颁布一

系列关于铁路运输安全管理方面的规制，包括《事规》《监规》《技规》及《行车事故（事件）奖惩暂行标准》
等；三是在员工安全教育、行车安全奖惩和安全竞赛等方面形成较为有效的运行机制。这些初步建立起

来的运输安全管理体制，不仅在新中国初期铁路运输安全保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经过多年的实践，
其基本制度在后来的铁路安全事业建设中也得到继承和发展。２０１０年，铁道部行车安全监察机构已更

名为安全监察司，职能更加丰富；《事规》《监规》和《技规》等也已经过多次修订，内容上更具操作性和规

范化。
党和政府在新中国初期的铁路运输安全治理，既是保障铁路运输、恢复国民经济的客观必然，也是

巩固新生政权的现实需要。通过治理，不仅扭转了铁路运输安全的严峻形势，还逐步形成科学有效的管

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为新中国铁路运输安全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也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同

时，通过对铁路运输事故的治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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